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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进程中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情境与逻辑

———基于叙事建构的政策过程反思

许中波

(南京邮电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江苏 南京摇 210023)

摘要: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创新推广是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抓手,对于我国

广袤乡村的经济社会变革具有推动作用。 然而,在政府主导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

广过程中,不少村庄在学习后却陷入发展困境,政策效果不佳,由此值得反思,为何一项已

经得到实地验证,并被推广对象所接受的政策模式还会失去效果? 与实在主义的解释路

径相对,基于苏南 J 县的长周期调查和多案例比较,将叙事建构作为分析视角,尝试从技

术 情感、问题 机会、共识 决策等本土维度呈现模式推广的互动情境,揭示模式推广的叙

事手段及其影响下的组织决策。 研究发现,模式推广失效肇始于决策阶段的理性偏离,政
策对象的认知和决策一直处于被叙事建构的境地。 究其原因,科层运作的偏好及能力催

动了带有价值指向的叙事生产;推广叙事经由注意力吸引、对立选择和情感介入建构了共

有观念和折中决策,同意源自制造;推广叙事中的组织决策受到信息失真、内外部矛盾和

忽视地方因素的困扰。 研究进一步诠释了组织决策的“叙事理性冶,借此检视农村各类政

策典型的推广过程,启示在于:一方面要“讲好故事冶,重视具有价值建构功能的政策叙

事;另一方面要“讲真故事冶,警惕政策知识生产的异化和经验传导的扭曲,保留政策对象

自主判断和选择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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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问题的提出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

要发展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特色产

业[1]。 事实上,从人民的创造性实践出发,对
相关经验进行总结推广,是我党应对规模治理

的手段之一,对我国广袤乡村的经济社会变革

具有推动作用。 近年来的中央一号文件连续强

调探索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路径,总结推广

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创新的有效做法。 在这些做

法中,诸多地区习惯总结一套模式话语进行归

纳,比如联营制、公私分利制、党建引领型、物业

出租型等。 倘若从宣传口径入手,全国各地的

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称谓更有数十种之多。
在某种意义上,“模式冶本身成了集体经济探索

成效的代名词。 如果将模式创新放到中国公共

政策运行的大背景下,那么“由点到面冶的模式

“推广 学习冶自然就成为检验其成效的试金

石[2]。 模式推广的扩散效应能够满足大范围

内需求群体的政策憧憬,快速实现创新经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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吸纳、移植和再生产,节约治理成本。 关注中国

政策过程的研究者将模式的“创新 推广 学习冶
视为一种有效且灵活的治理手段,认为是塑造

中国奇迹的基础性机制之一[3]。
然而,大量研究对模式“创新 推广冶的前端

聚焦却弱化了对模式“推广 学习冶的后端跟进。
在实际情形中,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学习效果

远不如模式创新那般突出,这一方面受到了明

星村庄效应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和“推广 学习冶
工作面临的条件复杂、周期过长、持续性不足等

因素有关。 笔者对苏南 J 县连续数年的田野调

查发现,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的推广初期往

往在政治热情、集体话语的裹挟下一度如火如

荼,但过段时间后很快归于平寂,结果相当一部

分学习村庄要么“具其形而不具其实冶,要么在

“无法收拾的烂摊子冶中进退维谷。 由此值得

反思,为何一项已经得到部分验证,并被实施对

象所接受的政策模式还会失去效果? 针对这一

现象,国内学者的问题归因主要集中在以下方

面:一是政策执行角度,提出模式推广过程存在

着错位和梗阻,比如目标序列无法同执行者相

匹配[4]、政策传导过程存在互动规则断裂[5]

等;二是政策环境角度,认为模式背后的政策系

统与制度环境不相容[6],或是现代公共政策无

法适应传统社会环境[7];三是政策学习角度,
指出效仿者可能在学习能力或条件方面存在缺

陷[8],抑或出于其他目的 出 现 了 “ 内 容 替

代冶 [9]。 以上几种归因有效识别了政策失效对

应的社会结构与行动问题,秉持的是实在主义

的解释路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部分困

境也可从中获得解释。 然而,经验调查亦显示,
“推广烂摊子冶的出现并非不可预判,只是诸多

限制和隐患在村级组织决策中被有意或无意忽

视。 与之相印证,来自政策对象的事后反思也

主要集中在最初组织决策的过程上,相关表述

包括“决定过于草率冶“当时考虑不周冶“集体也

盲目跟风冶等。 换言之,通过认知、情绪方面的

反刍,政策对象意识到了理性决策中的非理性

成分,特别是观念系统上的前后张力。 作为研

究启发,这意味着一条不同于实在主义的诠释

政策推广失效问题的路径有待发掘。 有研究指

出,政策实施不仅是与理性化密切的权力运用

过程,还是心理关系重构和社会互动建构的

过程[10]。
作为苏南地区的农业大县、强县,党建引

领、农业产业园、村企联建、职业经理人等农村

集体经济创新模式在这里均有迹可循。 自

2017 年开始,笔者先后数十次深入 J 县进行实

地调研,对县、镇、村和各类集体经济组织进行

了深度访谈和追踪调查,形成了县域范围内集

体经济模式推广的过程性、长周期和全景式判

断,重点关注模式宣传和学习中的决策细节,由
此构成案例分析的经验基础。 因此,本研究尝

试还原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具体情境,将
叙事建构作为主要理论视角,剖析叙事影响下

村庄的组织决策过程,将被习惯化、制度化的政

策知识还原到意义创造的社会实践,进而发现

中国语境下政策失效的个中机理和逻辑。

二、理论回顾与分析框架的建构

建构主义通常聚焦什么被建构和建构如何

发生这些实际工作,叙事分析是建构论者依赖

的手段之一。 本研究将研究问题置于叙事建构

理论视角下,主要基于以下考虑:第一,经验诠

释的出发点和理论视角相重合。 调研中,对农

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历时性反思,从民众、干
部到技术专家都不断尝试还原最初政策推广和

接受的情境,试图在事实困境以外发现互动或

观念上的问题,这和建构主义秉持的阐释立场

及其对话语、认知视角的青睐相吻合。 第二,经
验呈现方式和理论构成要素相一致。 农村集体

经济创新模式可以看成一个包含了人物、行为、
情节、事件和主旨的案例故事,这和叙事理论所

内含的构成要素基本一致。 在此意义上,模式

的“推广 学习冶几乎可以被视为一个有价值故

事的复述和复刻过程,进而有助于揭示集体层

面组织决策的理性制造过程及其动因。
1. 理论回顾

(1)作为分析工具的叙事建构

叙事就是“讲述一件事情或一个故事冶 [11],
是具有价值指向的结构化表达。 建构论者眼中

的叙事如果不断趋向真实与接受,应当具备一

些标准,例如一个有立场的观点、与观点相联系

的事件、事件序列和因果关系[12]。 在组织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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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发生语言学转向后,研究者开始捕捉叙事

背后的反事实话语和工具性用途,如带有倾向

性的叙事表达形式[13],用来弥补物质资源不足

时的国家施政叙事等[14]。 进入政策学领域的

叙事研究拓展最为迅速,其中以叙事政策框架

(NPF)为代表。 该理论提出,政策叙事是行动

者在特定情境中展开,围绕冲突、斗争、合作等

目标发生行动关系,依某种顺序勾连起有关情

节,传达一定的故事寓意,为政策主张提供佐证

的话语表达过程[15]。 在实际应用中,叙事政策

框架针对中观、宏观政策现象的研究较为丰富,
主要借助对报纸、媒体的内容分析来呈现政策

纷争的立场及因果关系[16]。 常见的分析策略

主要有定义赢家和输家、天使和魔鬼等对立角

色[17],情节上的跨时空关联或戏剧化冲突

等[18]。 而在微观层面,政策叙事对个人观点的

影响虽然构成了行动分析的基础,但由于作为

证据资源的意义传递过程缺失而导致解释效力

不足。
政治学者里德对权力过程展演维度的凸显

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陷,他秉承奥斯汀

“言说即是行动冶的观点,认为叙事一旦包含了

宣称和承诺便具有了因果力量,比如不同行动

如何共同地以某种方式被话语结构所塑造,导
致叙事空间中的观众“可能支持一种连他们自

己也不理解或只是假装理解的构想冶 [19]。 实质

上,叙事对行动的建构,脱离不开潜藏在叙事轮

廓下的权力支配关系,叙事者为了提升叙事合

法性和吸引力,促使受众不断接近政策目标,可
以对叙事内容进行“转译冶和“编辑冶 [20],还可

以动用包括技术、设备在内的非行动者形成新

的社会联结[21],最终完成认知层面上的政策知

识建构。 农村集体经济创新模式能够被其他村

庄效仿,可能同样存在着被叙事驱动的知识接

受与认知建构过程。
(2)组织决策理性

政策既是语言的艺术,也是决策的命题。
处在复杂环境中的组织需要不断对政策叙事做

出回应,决策是其中的关键环节。 传统的组织

理论认为组织决策是一个利益最大化原则下的

理性选择过程,不过这一论断受到了以西蒙、塞
特为代表的卡耐基 梅隆学派的挑战。 后者倡

导“有限理性冶,认为囊括全部先验信息的场景

是不存在的,人的信息加工能力也是有限的,决
策者无法做出最优抉择,只能追求限度内的满

意[22]。 特别在一个不确定性环境中,组织决策

经常只能利用过去的经验加以判断,并要在极

短的时间中拍板决定[23]。 如果进一步将政治、
代理、博弈等因素添加进来,同处建构中的不确

定性会进一步加剧达成满意的困难。
为规避不确定性带来的风险,行动中的组

织一方面可采用搜寻的方式来获取更多备选方

案,通过循序比较、延长决策时间来扩展理性的

边界[24];另一方面可直接借鉴既有成功模式,
通过“趋同化模仿冶 来响应不确定性中的未

知[25]。 但是这些应对策略似乎无法解释那些

偶发的、情绪化的或不计成本投入的组织行为,
一些研究者据此区分了主观 /客观两个层面的

“有限理性冶 [26],前者重点突出人的认知情绪对

组织决策的影响。 而在法国组织社会学派看

来,“主观有限理性冶实质上反映的是组织理性

中的非理性和非线性,克罗齐耶等人提出,组织

决策并不是依据固有偏好和计算好的目标深思

熟虑后的结果[27]。
由此可以认为,叙事建构视角下的组织决

策并不遵循完全理性,而总是交织着理性和非

理性两种状态:在同时受到主观 /客观限制的有

限理性中,行动者一方面会小心计算以博取最

大利益,另一方面也会感情用事做出投机、冒险

行为,后者却常被视为一种主观理性。 所以,韦
伯在探讨社会行动时主张将因果分析和建构理

解两种进路结合起来。 不过从以上理论视角切

入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和组织决策过程,
将政策执行的微观层面与宏观效应联系起来,
还有待更具操作性的理论本土化适配和转换。
为避免理论对经验的削足适履,本研究尝试从

实践内部形成问题归因路径,通过案例经验的

抽象和归纳构建一个探索性分析框架。
2. 一个探索性分析框架的提出

J 县位处长江南岸,境内水系发达,土地资

源丰富,全县下辖 8 个乡镇,共有耕地 73. 5 万

亩。 2021 年底全县农村集体资产总额为 35. 63
亿元,在 156 个村级单位中,村级集体经营性收

入在 100 万元以上的接近三分之一。 202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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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县 4 个村庄入选省级“共同富裕百村实践冶新
型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典型案例,创新特色显著。
按照省委要求,选树百个典型案例是为了形成

可复制、可推广的好模式,以引领更多村庄走向

共同富裕。 J 县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实践

开展得更早,县领导力争在农业领域“做强做

大冶,坚持让“一部分村大步快跑,一部分村小

步紧追。冶为了系统呈现近些年 J 县农村集体经

济模式推广的总体场景,本研究主要聚焦其中

的四类创新模式:资产盘活型、农旅融合型、产
业发展型和村企共建型淤,同时按照政策典型

治理的“点面逻辑冶进行案例选择和比较[28],进
而区分出两类村庄:模式创新村和模式学习

村于(表 1)。

表 1摇 J 县农村集体经济模式的打造和推广情况

创新模式 模式创新村 模式学习村 特征

资产
盘活型

李甸、段家、陈塘
高庙、赵村、坝头、

沈家棚等

由数个村庄共同注资成立农科公司,农科公司利用集体资金或集体
资产筹建工业厂房或发展租赁性物业经济,为农业产业园提供租赁
场地以及物业等劳动服务,从而创收集体经济

农旅
融合型

刘家塘
包巷、新港、西岗头、

下家湾等

村集体通过经营观赏型、体验型农业产品发展乡村旅游,举措包括农
村民俗文化旅游、苗木果蔬种采体验旅游、村域居住会议休闲旅游
等,打造成以农业观光为底色的旅游型村庄

产业
发展型

周庄、陈礼
丘头、前湾、后周、

许家棚等

重点扶持具有区域品牌效应的农业产业经营主体,因地制宜发展草
莓、葡萄、苗木等设施农业,依托村集体及其联合形成产业规模,延长
产业链条,提升单位农产品的综合效益

村企
共建型

广岭子
土山、朱村、李村、

晋家山等

村集体和涉农企业合作,通过集体资产置换入股,利用企业投资和技
术优势发展特色种植、农产品加工或土地托管,“产供销冶对接企业
基地,实现村庄经济的金融化、市场化运作

摇 摇 淤全国各省份和地区对农村集体经济发展模式的定义和分类不尽相同,因此产生的模式称谓也异常繁多,比如浙江省的基金

运作型、资本运营型、村落建设型等,广东省的资源开发型、建园兴产型、村庄经营型等,江西省的政策红利型、出租出让型、提供服

务型等。 其中一部分模式称谓看似新颖,但相关举措可能在若干年以前就已有实施。 为便于分析和比较,本研究沿用的是江苏省

级宣传口径,并和地方上较为接近的模式进行了归类合并。

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政策典型治理遵循的是由点到面的行动逻辑,“点冶指创造和树立的政策典型对象,即通常意义上的创新示

范者;“面冶指全域内有政策学习需求的单元,即通常意义上的学习模仿者。 本研究中的模式创新村是地方政府倾力打造的新型农

村集体经济成功示范点;模式学习村是基于示范点经验的推广对象,通过对前者的学习借鉴致力于形成同一治理结构或达到同一

治理水平。

2015 年,J 县尚有 70 余个经济薄弱村,模
式学习村是其中的重点扶持村。 调研发现,学
习村的政策模仿效果普遍达不到创新村的水

准,如从收益上分析,仅有一两个村庄能达到创

新村综合收益的 70% ~ 80% 。 即使经过了数

年发展,学习村在制度、产品、技术和观念等方

面仍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限制因素,甚至再度陷

入主体性缺失、“造血冶功能减退或集体道德崩

坏等困境,模式推广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治理绩

效。 对于以上困境的出现,村干部和村民的理

由莫衷一是,在他们看来,既有“脑门一热冶的

情绪化冲动,也有“跟着集体走冶的从众效应,
还有“面子上过不去冶的理性无奈。 通过结构

性访谈和多阶段调研,本研究获得了 62 份有效

访谈资料和 24 份会议记录底本,运用扎根理论

逐次进行开放式编码和主轴编码,提取到 18 个

核心关键词,对重复性概念筛选后,得到“技术

(懂技能)冶“情感(给面子)冶等 6 对开放范畴

概念和“个体认知冶 “集体行为冶等 3 个主范畴

概念。 结果发现,政策接受在个体认知方面主

要集中在“懂技能冶和“给面子冶两种表述上,村
民首先考虑的是能否掌握新模式下的技术原

理,比如资产配置是何种形式、旅游经营如何投

资与宣传等;此外还与考量和面子等情感关系

有关,比如被干部上门做工作。 集体行为层面

则集中在“都赞成冶和“做决定冶两种表述上,对
决策的事后反思认为,村民当初确实达成了一

定共识,最终拍板也是由集体做出的。 而从个

体认知过渡到集体行为的过程中,还存在着

“要改变冶和“抓时机冶的表述,前者肯定了现状

不变就是一种问题,因此应当做出改变去学习

新模式;而一旦认定了问题形成,能否把握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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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机会将显得尤为重要。
从叙事建构出发的组织决策理性分析,需

要利用经验证据对因果机制进行验证。 如果将

模式推广和模式学习视为宏观层面的因果现

象,那么基于微观个体和中观组织的归纳分析

将延伸出较长的因果链条,由扎根理论析出的

主副范畴需要完成微观 宏观交互意义上的核

心机制传导,从而将杂乱的微观朔因整合成宏

观层次的规律解释。 著名的“科尔曼之舟冶为

实现从微观到宏观的机制解释提供了一种诠释

路径。 按照该理论模型,如果把模式推广作为

宏观行为的起点,那么模式学习就是宏观行为

的终点,个体认知和集体行为分别构成微观层

面的两个传导节点(图 1)。 结合扎根分析提炼

出的主副范畴,从“懂技能冶到“做决定冶的表述

逐一对应的是技术、情感、问题、机会、共识、决
策等解释因素,这些因素在叙事情境中被调动、
触发和激活。 叙事情境指代的是主体性意义互

动的背景环境,在本研究中既包括田间地头的

偶遇,也包括有意安排的各种形式的集会。 随

着情境转换,模式推广叙事贯穿了从玉到芋的

全过程链条,最终产生对组织决策的因果影响。

图 1摇 基于叙事建构的模式推广解释框架

三、情境呈现:农村集体经济

模式推广的叙事建构

摇 摇 政策叙事在何种情境中对农村集体经济模

式推广产生建构影响? 以前文搭建的分析框架

为基础,根据 J 县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的具

体经验材料,从模式推广叙事的全过程链条出

发,分类呈现不同维度的叙事建构过程和手段,
深描从微观个体到中观组织的决策思维路径。

1. “技术 情感冶维度的叙事建构

在叙事建构理论中,话语诉诸知识、社会关

系等媒介,经由表述赋予意义。 农村集体经济

模式的叙事话语突出的是两类特性:合理性和

合情性,前者强调模式推广的可行性和科学性,
后者应对的是政策对象的情感意愿。 考虑到话

语输出的主体,有两种形式值得关注。
(1)专家 技术话语

由专业知识和技术组成的专家系统,掌握

着一套社会运行的特有规范。 不过,由于普通

民众在理解复杂技术上的难度日益变大,专家

技术话语得以形成具备某种权威的支配力量。
在农村集体经济领域,一方面,诸多创新模式不

断基于信息网络、资本配置等技术要素获得重

组,新的技术形态冲击着传统农业经营方式和

观念;另一方面,J 县形成了一支包括农科人

员、农政研究者、职业经理人等在内的专家队

伍,他们是农村集体经济创新实践的领头人、建
言者,同时还是模式推广的宣传者、咨询者。 在

不同模式中,专家类型和技术形态日益专业化

和细分化(表 2),一旦进入相应技术领域,专家

便掌握着技术解释和应用的话语权。 以乡村电

商推广培训为例,“网点美工冶 “数据分析冶 “品
牌培育冶“多温区存储分单机制冶等专业术语和

程序规则已经慢慢超出了村民的认知范畴,导
致其难以同技术专家进行平等对话。
表 2摇 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中的专家类型和技术形态

创新模式 专家类型 技术形态

资产盘活型 资本操盘手 股权设计、资产评估

农旅融合型 旅游规划师、设计师 地理规划、艺术设计

产业发展型 职业经理人、科技特派员
科学种养、
全链条管理

村企共建型 商业运营者、农技专家 产销系统、生产技术

(2)干部 情感话语

情感是叙事的修辞形式之一,侧重以柔化

的感性因素和关系资源建构政策活动空间[29]。
干部 情感话语的结合意味着科层制度对情绪

化要素的吸纳,成为一种策略性政策工具。 在

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干部打感情

牌冶多数是通过私人情感的公共转化方式实现

的,也就是百姓口中的“给面子冶,民众为了偿

还干部在其他方面的“恩情冶而在集体经济事

务上选择妥协。 “老刘是个实在人,公家占虾

塘那块地时没少给我们争取。 现在他开口了,
我们不能不给面子(村民 ZR)。冶此外,干部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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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话语还会融入集体主义叙事。 以村企共建型

为例,镇干部(HJF)在宣讲中反复提及这是一

种由企业保底的集体劳动形态,“现在的集体

既是老集体也是新集体,‘老爷说的是全村拧成

一股绳,劲往一处使;‘新爷讲的是规则新,风险

集体担,进退自由。 只要进来,村里承诺让你有

一份保底。冶在道德层面,干部还会把不积极的

农户置于“大公冶和“小私冶的道德抉择情境,给
后者带来舆论上的压力。 “一说就是为大伙着

想,还是只顾自己腰包……大家上你不上,背后

肯定说你闲话(村民 FJJ)。冶从推广双方来看,
有温度的情感话语唤起了村民的理解和同情等

情绪,理性权衡不得不向非理性情感让渡部分

空间;情感动员的实质是干部借用非正式规则

使村民服从正式维度的安排,是情感的工具价

值对合作理性价值的替代。
2. “问题 机会冶维度的叙事建构

(1)问题建构:“不改变就被指责冶
问题建构的第一重路径在于政策叙事对集

体经济成功与失败的性质界定。 2015 年 J 县

将集体经营收入低于 15 万元的村庄列为经济

薄弱村,而高于某一标准的则成为经济强村或

特色创新村。 在地方政府的评判中,强弱之别

暗含着成功与失败的意味,对于被评为经济薄

弱村的村干部而言,村庄集体经济的问题属性

出现变化,开始从内部问题上升为政策问题。
“薄弱村是个帽子……有的村经济还可以,主
要集体这块弱一些,但上边定了调,就成了问题

(村主任 ZWM)。冶
问题建构的第二重路径是资源下乡中的分

配叙事。 自 2016 年开始,J 县每年斥资千万元

用于村帮扶,能否实现集体经济模式创新或模

仿是资源分配的依据之一。 在村民眼中,资源

下乡就是“分蛋糕冶的过程,积极作为的村庄

“有蛋糕冶,不作为的村庄“没蛋糕冶,这对于那

些未做出改变的村庄而言就成了一个问题。
“现在政策变了,你不干就没钱,(不改变)老百

姓就得指你鼻子,说你没本事,连白给的钱都搞

不到手(村委 DJQ)。冶
问题建构的第三重路径是围绕经济强村的

福利宣传叙事。 产业发展型中的周庄和陈礼村

集体营收突破百万大关后,先后拿出部分收入

作为公益金用于资奖村庄学生,周庄还向村中

75 岁以上老人发放养老补助金。 “谁不眼馋

呢? 我们村里穷,一分回头钱都见不到(村民

WGF)。冶福利比较产生的差异和失落感产生了

反向激励效果,于是村民向本村干部“问责冶倒
逼村集体在经济发展领域谋求改变。

(2)机会建构:“过了这村没这店冶
模式推广带有任务和吸引双重特征,通过

机会建构增强吸引力要比任务布置更有利于激

发政策对象的主动性。 随着官员对资源分配和

政策窗口期的强调,“过了这村没这店冶式的叙

事不断刺激着对象村庄的机会感知。 “每年总

额很有限,发展一些(村)也不是撒豆子,谁都

有。 经营连片,土地是问题,后边批大块要收

紧,出了新方案情况肯定要变。冶县农业农村局

副局长在镇产业发展型模式推广会议上如是

说。 一些学习村的村干部深知,将政策资源与

村庄问题需求相匹配,抓住政策机会为村庄谋

福利是必然要做出的决断。 然而,机会之中也

隐藏着风险,模式变革无法排除失败的可能。
为了减少风险忧虑,镇政府也准备有相应的叙

事方案。 资产盘活型的李甸村的故事宣传具有

代表性。
2012 年李甸整体拆迁后,保留了一部分养

殖水面,村集体将部分拆迁资金用于投资水产

养殖,但市场萎缩导致投资不利。 2016 年集体

商铺交付后,村委转给了部分村民经营,不过由

于暗箱操作导致营收低微、欠款累积,村委用于

安置社区的管理经费一度不足。 直到按照镇政

府建议入股镇农科公司后,彼时境况才逐步获

得改善。 这一故事的宣扬既昭示着乡镇政府在

集体经济创新方面的领导力,同时也让处在类

似阶段的村庄不得不思考是否会经历相同问

题。 多数村民认为,与其在不确定性中摸索,不
如接受已经产生效益的模式。 高庙等 12 个村

庄被故事内容打动,先后入股农科公司接受统

一规划和经营。 在此意义上,故事化的政策叙

事建构起了因果思维,对收益的渲染和风险的

规避,让学习村陷入有限的机会选择游戏。
3. “共识 决策冶维度的叙事建构

乡土本位的社会结构使村庄共识广泛受到

精英群体的影响,村务决策也经常被“看上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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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意思冶所牵制,这就为政策叙事留下了继续

发挥作用的空间。
(1)共识建构:半正式的信息共享和承诺

J 县模式推广中的共识建构主要发生在两

种半正式场景中,分别是乡贤会和酒会,与会者

一般是乡镇官员、村干部和乡村精英。 半正式

场景的作用是可以将不便于在正式场合透露的

信息传达给政策对象。 为了形成模式共识,J
县在各个村庄都召开过各种形式的乡贤会,一
方面倾听民意,另一方面对模式学习政策进行

解读,其中针对“疑难杂症冶的半官方解释尤为

重要。 西岗头村处理乡村旅游设施投资和收益

的争议,就是在一次乡贤会上消除的分歧。
“公共旅游设施建设是一盘棋,有矛盾可以消

化,大局观很重要。 所以目前(投资)部分还是

村里兜底,不过体量大的不能缩脖子,收益先对

半开,允许高一至两成(街道副书记 MLZ)。冶而
在酒会场合中,更适合将那些夸张化承诺以及

诉苦、博取同情等情绪传达给政策对象[30],从
而形成信任关系,以信任促共识。 “钱和技术

都不是问题,缺啥少啥一句话的事(农服办主

任 ZK)。冶“现在工作不好开展,老弟这一亩三

分地还得一起照看(副镇长 TXL)。冶在乡村精

英看来,“酒场上的话不能全信,也不能不信冶,
上级官员掌握着政策信息,哪怕这些信息中只

有部分可取,也潜藏着发展的良机。 同处科层

体系内的村干部,则更看重酒会上的情感联系,
上级官员的夸张化承诺会转化为对村干部的补

偿式激励。
(2)决策建构:正式会议中的势能和情绪

推广叙事是一套言说系统,从言说转换为

具体行动仍然要依赖政策对象的最终决策,村
集体决策通常发生在村党支部会议、村两委会

议和村民代表大会等正式制度框架下。 会议中

的推广叙事一般通过以下两种路径产生影响:
一是营造声势的政治势能,比如由高层级政府

机构组织或发起相关会议,高级别领导出席或

列席。 以资产盘活型和农旅融合型模式推广为

例,会议组织方涉及市县多个部门,并有不同级

别的领导干部出席会议。 在村干部眼中,高规

格举办和高级别领导出席的会议基本意味着事

情的“板上钉钉冶。 另外,会议频次也能体现出

政策意志的传导力度。 据不完全统计,主要模

式推广的会议总次数都超过了 20 次。 二是叙

事互动的情绪表达。 会议虽然是一种限定语言

格式的互动情境,但政府官员依然能够在政策

语言中附加一定的个人态度,比如带有特定指

向的暗示和隐喻。 “镇领导喜欢讲成绩,丘头

村学得好,反复讲给我们听,大家也明白什么意

思(村干部 WFM)冶 “听话听音,开会讲这么多

好处还不就是要一起搞,但是领导不能把话说

死,聪明的就知道该怎么做(村干部 FLE)。冶对
普通村民而言,村庄会议中的领导在场还同时

意味着即时交流的可能,一些集体经济发展中

的个体困难也可以传达给领导。 不过这一情境

下的问题交流多半获得是来自官员的模糊解释

和允诺,尽管有些村民对此缺少信任感,但是相

比缺乏政策支持的自主探索,多数村民依然会

认为这是一个积极信号,并在会议表决中投下

赞成票。

四、逻辑分析:模式推广失效的内在理路

政策执行中的叙事情境呈现重新描摹了农

村集体经济模式的“推广 学习冶过程,在操作层

面上,各种话语技艺和修辞术的施展强化了推

广说服力,应当被视为一项成功且有效的叙事。
但叙事有效恰恰和推广失效形成了现实反差,
模式移植后的发展困境———股权纠纷、产业同

质化、设施回报率低和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等

并没有在决策初期被充分考虑和应对,村民的

事后反思也只是以“考虑不周冶的埋怨居多。
由此突显的问题在于,推广叙事中的组织决策

似乎更多受到非理性因素的干扰,主观理性逐

渐偏离客观理性,导致需要被正视的问题未能

进入决策视野。 那么,为什么各级政策执行者

会一致地、不遗余力地构造推广叙事? 推广叙

事造成组织非理性决策的机制是什么? 一项

“成功冶的推广叙事为何无法带来集体经济治

理绩效的提升? 对这些问题的追索和解答,有
助于挖掘模式推广失效的底层逻辑。

1. 叙事生产:科层运作的偏好和可能

叙事不会凭空产生,其承载着叙事主体的

行为和态度。 政策领域的推广叙事在“编辑

者冶的意义建构和规范传达中得到完善。 农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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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推广内嵌于科层运作体系,行政化的绩效

激励、科层运作的行动习惯塑造了推广主体的

价值与选择偏好,受其影响的推广过程逐步演

化出新行动秩序,成为叙事生产的元驱动力。
第一,科层运作的政绩偏好赋予不同层级

干部推广动力,叙事在执行链条中被生产。 县

乡村三级干部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管理者和

建设者,模式推广一旦融入政绩考核体系,相关

行动者都会受到绩效的约束和激励。 绩效主宰

的政策效果评价对于指标数字格外敏感,有多

少村庄学习了相关模式、几年内实现了多少集

体营收,这些指标成为衡量干部工作成效的重

要尺度。 然而,绩效数字时常湮没了政策初始

目标,从而导致形式对内容的替代。 J 县农村

集体经济领域的目标管理责任制每年都会调

整,并将当年重要的政策执行情况纳入指标体

系,而至于何种类型的指标会产生什么样的政

策过程行为却很少被制定者所关注[31]。 通约

性的指标形成了干部之间的同质联结,特别在

行动联盟产生后政策叙事便获得了强有力的科

层权力背书[32],并在科层扩散中逐步被丰富和

完善。
第二,简约偏好激发科层治理的自信,风险

偏好限制官员的选择余地。 一方面,模式可以

被视为一种赋予标准语言的集成指令,越是清

晰且简单的模式越符合国家机器的审美,越能

激发官员塑造社会秩序的自信[33]。 农村集体

经济的各种创新模式经由指标化度量,在县乡

官员眼中成为一种简约而有力的政策知识,相
比深陷于多个复杂的村庄事实,一种被认为有

用的叙事概括显然更具吸引力和操作性。 但

是,简约偏好忽视了村庄内部的交叠关系和差

异结构,越过各个村庄实际的集体经济标准化

改造,并不能有效应对差异问题。 比如,同样为

农旅融合型模式,城郊村和远郊村在旅游业态

上的认知就存在着较大分歧,基于前者经验的

推广叙事并未传递更具适应性的操作方案。 另

一方面,风险偏好使官员行动选择窄化,基于模

仿的再创新不受重视。 在农村集体经济治理领

域,基层干部深知打造一个创新典型并非易事,
不仅需要耗费巨大精力,而且时常面临失败风

险[34]。 因此,执行上级认可的成熟模式要比推

动再创新所承担的风险小得多,况且主流模式

叙事在很大程度上也压制了其他发声空间,如
果基于模仿的再创新无法带来实质贡献,不仅

会被质疑对模式推广的执行力度,而且可能不

幸遭遇逆向淘汰。 干部间盛行的“谁挑头、谁
担责冶说法暗含的是同一道理。

第三,科层偏好激发了推广叙事的贯彻和

依赖,但叙事内容的生产主要源自推广者的

“转译冶和“编辑冶能力。 “转译冶是指将地方的

默会知识转化成容易被理解的故事文本,“编
辑冶是对文本内容的剪裁、取舍或突出。 取材

于实地的农村集体经济创新经验很少自动获得

传播,“模式冶之名的诞生本身也是叙事建构的

过程。 因为县乡政府垄断着创新村模式的解释

权,所以从特殊经验到政策知识的转译受到了

权威和技术专家的制约。 一种模式的创新点是

什么、缘何生发、响应哪些政策议题,这些解释

都必须以后者的授权为前提。 在创新村和学习

村之间,各级政府成为创新经验的转译者和政

策知识的传播者。 其间,各类推广者会不断对

模式内容添加自身解读,在大的叙事方向保持

不变的情况下,伴随政策压力、时间等要素的嵌

入,对叙事的“编辑冶将不断凸显问题性和紧迫

性,例如对成功与失败的界定、对机会节点的把

握等。 由此,一个具备背景、情节、寓意和条件

的模式推广叙事成为可能。
2. 同意制造:叙事建构的认知和选择

一般认为,同意是由人自发做出的认知决

定,但布洛维对工厂劳动过程的研究发现,制度

和系统力量对同意的生产具有引导牵制作

用[35]。 J 县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在最初阶

段基本都获得了政策对象的同意,但叙事情境

的再现反映出推广叙事对同意生成的建构作

用。 已有学者注意到“同意制造冶正成为政策

执行过程中强化认同的重要手段,并强调了认

知信念对认同形成的基础影响[36]。 但在不同

政策领域,同意制造的认知逻辑多有不同,模式

推广中的叙事建构主要通过注意力吸引、对立

选择和情感介入来影响理性认知的走向,最终

完成同意的生产。
首先,叙事的方向和重点对人们的注意力

有吸引和捕获作用,注意力过度聚焦会导致对

·16·



河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摇 2023 年第 4 期

焦点外事物的忽视。 政策推广者在各种宣传、
讲座、会议上对农村集体经济模式优势的强调,
构造的是一幅充满机会和收益的发展图景,习
惯于和“效率、经验冶等说辞绑定。 同时在各种

技术专家和扶持政策的支撑下,模式学习的风

险被显著降低,民众围绕既有信息形成的政策

预判逐渐向潜在利益倾斜,至于实践中的问题

和困难极易被忽视掉。 此外,推广叙事中的注

意力还和场景具有强相关性,在乡贤会、酒会、
村代会、党政联席会等各类场景中,持续的宣讲

和讨论会形成一种政策图景的单向传递机制,
将原本分散的注意力集中到一个目标上来。 虽

然在此过程中仍然会有人质疑和观望,但已不

足以撼动叙事本身的中心位置。
其次,注意力理论还无法代替理性思考做

出决策,究竟能否接受模式推广还面临着选择

问题,即要不要学习,以及向哪种模式学习。 在

模式推广的全过程,专家、创新村、企业等外部

力量分别构成了叙事主体之一,但多元外部知

识面对的是同质化决策群体,通过共识和决策

的叙事建构,以精英为代表的村庄内部反而会

不断强化共有观点。 于是在学与不学的对立选

择中,拒绝模式学习便意味着集体经济的自甘

低效,而选择近可触及的经验还是远在天边的

案例显然也容易比较出结果。 所以在有限理性

视野下,接受模式推广的决策并不是一个最优

抉择,而只是相对满意抉择。 有限比较中产生

的满意是同意的变体,实质上更多意味的是妥

协折中。
最后,从情感、道德角度介入的说服、劝导、

“给面子冶等换取政策对象同意的做法,基本是

非理性要素对理性要素的替代。 我国农村一直

维持着熟人社会的底色,“由情入理冶是政策下

乡和日常沟通的惯用技法。 诚然,带有温情色

彩的治理手段更具人本理念,但情理边界的混

淆以及情理转换的随意,经常导致“情难却冶和
“理不清冶。 在多层次的叙事场景中,情感、道
德手段动用的权力掌握在推广者手中,在什么

节点“以情换理冶或“以德治理冶均被推广者所

主导,政策对象只能无奈地被动应对。 所以,被
情感消解的理性只能被迫让渡决策权力,个体

的情面换取的是集体的同意。 如此产生的组织

决策名实不一、隐患重重,为后续的停滞或烂摊

子发生埋下伏笔。
3. 理性约束:组织决策的限制和矛盾

西蒙的有限理性学说把理性决策建立在有

限资源和心智的基础上,满意的达成常常是主

观理性对客观理性的妥协而非替代。 随着外部

信息、环境等因素成为组织决策分析的前提,理
性的“有限冶开始从内部向外部延伸,身处不确

定环境中的组织决策无法超越外部限制取得“最
优解冶。 更重要的是,在信息不对称时的外部约

束及建立在其上的期望也容易引发内外矛盾。
第一,成为“模式冶的过程导致实际经验流

失,组织决策面临信息失真。 有研究指出,创新

经验转化为政策知识的过程离不开转义者的话

语建构,其背后潜藏着消解和扭曲实际经验的

风险[37]。 在 J 县的模式推广叙事中,由于地方

政府掌握着创新村庄的原始信息,并且“模式冶
定义很大程度上来自主政者的信息筛选和倾向

性解释,所以模式话语对原始经验的还原度并

不重要,能否转化为一种鲜明的政策符号才是

关键。 在成为“模式冶的过程中,创新村也时常

迎合上级观点,会选择性讲述那些被认可的内

容,而灰色地带的经验却被刻意压缩。 随着叙

事链条的延长,叙事情节可能日益清晰,但对原

始经验的呈现却不断模糊,学习村产生的后续

问题很难从初始叙事中找到答案。 建立在不完

全或失真信息之上的组织决策,实际上是一个

离客观理性越来越远的过程。
第二,推广叙事诱发组织内外部决策的矛

盾。 村集体经济的建设和管理属于成员内部决

策事务,官员、专家是影响村务决策的外部行动

者。 模式推广直至达到“造血自生冶,应当是一

个“由外而内,以内为主冶的过程。 然而,通过

“共识 决策冶建构,官员、专家的推广叙事包揽

了一部分资金、信息风险,并依据抽象政策知识

做出肯定性承诺,这就形成了组织内外部共同

决策的局面。 组织自愿牺牲部分自主性以换取

最大化利益和风险庇护,其实是一种“自主性

吸纳冶的表现[38]。 内外部决策看似均衡,实则

矛盾丛生:一方面在于外部行动者不会参与具

体的决策执行,项目落地的过程可能遭遇执行

偏差;另一方面在于内外部决策割裂了组织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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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的内在一致性,当地方官员和村集体产生利

益分配、投资模式等路径分歧时,权责模糊或目

标冲突将加剧后续决策矛盾。
第三,模式推广的线性叙事忽视了集体经

济发展的复杂性、曲折性,组织决策弱化了对地

方因素的关注。 和很多自上而下的政策宣传类

似,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广也格外强调政策

学习带来的红利、效率和进步,叙事话语倾向于

建构一个超越地方的模式框架,输入不同村庄

都能制造标准的集体经济形态,形成社会进化

意义上的线性叙事。 回望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

苏南模式变化的历史经验,农村集体经济发展

的内核在于与地方实际和市场需求相匹配的机

制安排,而非某种一成不变的模式体系。 J 县

模式打造的关键地方因素涉及农村集体经济带

头人、必要的组织支撑和可调配的村庄资源等,
线性叙事偏好“扬长避短冶,组织决策因而未能

给予地方因素应有的重视。 沈家棚、包巷等村

遭遇模式学习中断,普遍和缺乏集体经济带头

人、政经组织权利冲突等因素有关。 简言之,线
性叙事未能重视对失败、灰色经验的总结,因此

依据叙事逻辑做出的决策往往敢于“迎难而

上冶,但在困难发生后却又束手无策。

五、结论、讨论及政策建议

1. 研究结论

本研究从叙事建构视角出发,检视农村集

体经济的政策推广过程。 近期的政策研究共识

认为,政策推广中的“运动冶机制有助于快速实

现政策目标,但由于超常规运行引致治理负荷

增加,这一手段往往不可持续且正当性存疑。
与之相对,政策叙事更加柔和、缓慢和隐性,当
缺乏足够压力势能时,为保证一定的政策绩效

产出,叙事化的政策话语生产和使用便得到了

执行者的青睐。 对苏南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推

广研究表明,即便不带有强力色彩的政策叙事

手段依然可以通过信息剪裁、场景利用、情节植

入等方式“构造价值冶,传输单方面的政策意

志,从而对政策对象的理性决策和判断施加影

响。 政策执行利用修辞、故事产生吸引力和动

员力,实质上是一种“价值放大冶行为,即通过

对某些价值的美化和升华来形成特定的利益感

知方式。 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过程中组织主

观理性偏离客观理性的诱因,一方面在于决策

者接受了非理性行为的合理性,认为其是适当

的、可接受的;另一方面在于决策环境受到了外

部价值规训的影响,叙事框架约束着组织的推

理和选择能力,而不仅仅关乎客观条件的具备

程度。
目前,随着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各类政策

典型和模式不断在乡村治理中被推广应用,其
中对模式经验的宣传、解读关系到模式“推广

学习冶的成败。 实务界既要重视具有意义建构

功能的政策叙事,“讲好故事冶以增强政策可信

度和说服力;同时还须警惕叙事本身的知识生

产异化,以及和权力之间的错配,“讲真故事冶
以避免政策经验传导过程中的扭曲和变形。 由

此推及那些带有改造取向的乡村政策行为,可
以说,模式选树及其推广其实也是一种对统一

和秩序的执念,管理者总是寄希望于某种简单

的图示来完成对复杂社会的化约和整理。 不过

悖论在于,如果说模式诞生意味着一种特殊性

建立,那么模式推广就暗含着标准化,强调标准

化会压制新的特殊性生成;而缺少标准化,由特

殊性带来的普遍意义似乎又无法发挥效果。
“究竟是倾向于标准化还是特殊性,人类社会

其实一直都在寻找有效的平衡点,这种平衡既

是一种治理技术,也是一种治理艺术,任何偏执

一端都不可取。冶 [39] 学术上的争论似可以无限

猜想,而实践中的政策设计应该保持一个相对

审慎的态度。
2. 关于“叙事理性冶的组织学讨论

传统组织学认为,多数情形中的组织决策

都是受“合乎情理的逻辑冶支配[40]。 这一逻辑

注意到了由直觉、情感、顿悟等非理性因素主导

的心理认知过程。 受其影响,组织决策会形成

钟摆式或复合式的思维路径,理性逻辑和非理

性逻辑不断轮番上场,并发生交互作用。 根据

理性测度方法[41],农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广中的

系列解释因素,构成了从非理性到理性的决策

行为连续统(图 2)。 推广叙事影响组织决策的

诸种机制在连续统中不断组合和重构,维持着

一个动态引导的过程。 在行动者看来,不论是

出于道德情感还是理性计算,一个“好的理由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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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摇 容纳非理性成分的村集体决策连续统

或“好的故事冶赋予了行动意义,决策也可以达

到满意。 费舍尔对此提出了建立在语言和交流

之上的“叙事理性冶,核心主旨是具有某种一致

性和验证性的故事话语同样可以提供行动理由

支撑, 包括解释那 些 感 性 的、 冒 险 的 冲 动

行为[42]。
如果说有限理性是从约束的角度定义了组

织决策理性的边界,那么叙事理性就是从容纳

的角度将决策理性和非理性融为一体。 通过和

有限理性思想比较发现,叙事理性影响下的组

织决策蕴含着与之不同的逻辑:第一,叙事理性

强调故事因果,组织决策遵循的是认知逻辑,信
念、语言具有强塑性;有限理性侧重历史因果,
遵循的是经验逻辑,过往经历对组织决策有惯

性影响。 第二,基于选择性激励效应,政策叙事

经常营造对立角色,组织决策过程以对立比较

为主,只能做二分选择;有限理性下的组织决策

存在搜寻过程,通过循序成对比较达到满意。
第三,受以上两方面影响,叙事理性下的组织决

策敢于挑战不确定性,即便当下不具备相应条

件;有限理性一般倾向于规避不确定性,在条件

不具备时采取保守策略。 第四,规避不确定性导

致组织发生“趋同化模仿冶行为,目的在于保证

组织合法性安全;而挑战不确定性影响下的组织

行为特征是“模仿化趋同冶,目标在于通过内部

结构调整来改善组织困境,模仿不是目的而是手

段。 所以尽管两者都发生组织同化,但行为目标

存在差异。 整体来看,组织决策的叙事理性边界

处在不断的动态建构中,叙事影响下的认知、观
念持续受到新意义图景的引导(图 2)。

3. 政策建议

理论是表征社会现象不同方面的可见视

角,能够对常规路径以外的知识保持洞察力。
叙事建构理论为诠释 J 县农村集体经济的模式

推广失效提供了新的洞见,其理论和实践价值

应当受到重视。 然而,正如建构主义者的自我

批判那样,新的解释并不是对事实的唯一反映,
它只是重拾了那些习惯化的、未被注意的工作。
因此,在农村集体经济建设和发展的过程中,还
必须注意以下几点:

第一,模式打造须注重内容和形式的统一,
推广叙事应兼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提供更多

充分信息。 传统组织学认为,拓展信息范围、增
加备选项有助于拓展理性边界。 在农村集体经

济的推广叙事中,从模式源头转化成政策知识,
然后输入到村庄的过程应尽可能还原初始经

验,同时容许更多外部信息的输入。 多维度信

息互鉴可以减少单向度的价值传输风险,消除

部分不确定性,从而改善村集体的决策信息环

境,同时也应当留有组织多元选择的余地,形成

基于正反经验的自主性判断,降低因投机行为

产生的风险。
第二,农村集体经济是村域范围内成员、资

本的联合,而非一家一户的个体经营,模式变革

“牵一发而动全身冶,环境变化中的村集体组织

在考察、决策中应当稳健和谨慎。 趋近合理的

组织发展其实是一个“边干边学冶的过程[43],不
存在一种经过全部制度移植就能达至完美的组

织变迁路径。 实践中的村集体通过模式学习谋

求集体经济壮大,既要加强对当下环境的适应

性,取得政策学习和自我适应之间的平衡,也要

强化对变化环境的适应能力,摒弃毕其功于一

役的幻想,时刻保持在“干中学冶,在模仿中再

创新。
第三,地方政府主导的农村集体经济模式

推广,一方面要厘清政府干预和村庄自主性、短
期目标和长期利益之间的关系,变主导为引导,
寓服务于治理,避免乡村治理陷入“唯上不唯

下冶的科层旋涡;另一方面要正视集体经济发

展的长周期和曲折性,为村庄保留阶段性决策

的空间,既要追求动态最优解,还应当允许各村

庄做出适时适宜的退出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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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ituation and Logic of the Promotion of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Model in the Proces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Reflections on Policy Process Based on Narrative Construction / XU Zhongbo
(School of Sociology and Population, Nanjing University of Posts and Telecommunications,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The innovation and promotion of the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development model is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for comprehensively promoting the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and it plays a role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hina爷 s rural areas. However, in the process of the
government鄄led new rural collective economic model promotion, many villages have fallen into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after model鄄learning. Therefore, it is worth reflecting on why a policy model that
has been verified in the field and accepted by the promotion target still loses its effect? Contrary to the
interpretive approach of realism, based on a long鄄term survey and multi鄄case comparison of County J in
southern Jiangsu, this study takes narrative construction as an analytical perspective, and attempts to
present the interactive situation of model promotion from local dimensions such as technology鄄emotion,
problem鄄opportunity, consensus鄄decision, which reveals the narrative means of model promotion and
organizational decisions under the influence of the former. The research finds that the failure begins with
the rational deviation in the decision鄄making stage, and the cognition and decision鄄making of policy
objects are always in a situation of being constructed by narrative. The reason is that the preference and
ability of bureaucracy drives value鄄oriented narrative production. Promotional narrative constructs shared
concepts and compromise decisions through attention鄄grabbing, opposing choices, and emotional
engagement, and consent comes from manufacturing. And organizational decision鄄making is plagued by
information distortion, internal and external contradictions, and neglect of local factors. The study further
interprets the “ narrative rationality冶 of organizational decision鄄making, and examines the promotion
process of various “policy models冶 in rural areas.
Key words: rural collective economy; model promotion; narrative construction; organizational decision鄄
making; narrative ration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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